



据, 但就目前而言, 无论是对品格证据的研究, 还是有关品格证据的规定, 绝大多数集中在刑事诉讼证据
领域, 对民事诉讼证据领域的涉及很少。可以将 人肉搜索 中对品格证据的运用推而广之, 即当当事人
的品格成为案件争议的事实或与案件争议的事实有关时, 都可以运用品格证据规则解决这些争议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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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刑事诉讼法中, 为了保护证人的名誉, 只有在查明事实不可避免的情况下, 才能询问证人的
个人生活、前科以及名誉等。 德国刑事诉讼法 第 68A (二 ) 规定只有为了裁决第 60条第 2款
(构成本案件调查事项的行为嫌疑, 或者有参与行为或者有庇护犯人或赃物的嫌疑或者对此已经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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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罪判决的人员 ) 或者第 61条第 4款 (对于因为虚伪宣誓已被有罪判决的人员 ) 的前提条件是否
成立, 或者为了评析证人的可信性而必须确定的时候, 才应对证人的前科发问。至于被告人的前科










与其证言的可靠性是有一定联系的, 品质好的人, 如实提供证言的可能性就大, 反之则小。通过证
人的曾经伪证行为对证人证言的可信性进行怀疑应该说是比较合理的。
目前, 我国法学界对于品格证据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 其研究范围和研究人群还很窄, 没有
形成一套完整的应用规则。在我国品格证据只有在某些法规或司法解释中有委婉的体现, 且多是刑
事案件中关于未成年人的品格方面的证据。如, 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颁行的 关于办理未成年人
刑事案件运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 中规定: 在具体量刑时, 不但要根据犯罪性质、犯罪情
节, 如犯罪手段、时间、地点、侵害对象、犯罪形态、后果等, 而且还要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犯罪的
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 是否初犯、偶犯或者惯犯, 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 犯罪后有无
悔罪表现, 个人一贯表现等情况, 决定对其适用从轻处罚还是减轻处罚, 以及从轻处罚或者减轻处
罚的幅度, 使判处的刑罚有利于未成年罪犯的改过自新及健康成长。 2000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 中第 21条规定: 开庭审理前, 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
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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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品格的人不会犯罪。但在民事案件中, 并不会基于同样的理由而采纳品格证据。因为在大多数











告所谓的 公正评论 的辩解, 可以作为在诽谤案件发生时其声誉良好的证据 。
同时, 在诽谤案件中, 品格证据还影响着赔偿额的高低。例如原告本来已经是名誉扫地, 抛开
被告的行为是否对原告构成诽谤的问题, 即使最终法院判决诽谤成立 (即原告胜诉 ) , 但因诽谤而
造成的损害的赔偿额也会由于原告名誉扫地的原因, 而不会给予其过多的赔偿。因为名誉损害的大
小依赖于过去人们对他的评价的高低。
总的来说, 在民事案件中使用品格证据的具体规则如下: 对于原告品格的证据, 只有在以下两
种情形下可以提出: 第一, 原告的品格是案件事实争议的焦点; 第二, 有关原告品格的证据影响民
事责任的成立或损害赔偿额的计算。
三、品格证据在我国的适用
我国立法上几乎没有明确的 品格证据 条款, 只是在某些法规或司法解释中有过委婉的体





而在民事诉讼中, 可以说, 在立法上基本上没有关于 品格证据 的规定。只有 2002年 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 78条勉强是对 品格证据 的一条规定。但在司法实践
中, 并非没有运用到品格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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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重庆巴南区性骚扰案件和武汉性骚扰案件。在重庆巴南区性骚扰案件中, 被告自己提出的关于
2002年 6月 10日其所在学校行政班子调整工作小组 2002年度对被告的考核意见、 2003年 6月该

















在这种情况下, 原告本身的品格便成为案件争议的重要事实, 具有可采性。同时, 当原告的品格被











避免地具有两面性, 品格证据也是如此。一方面, 品格证据有利于平衡诉讼双方的地位, 有利于尽
快分清双方权利义务关系, 明晰双方的责任; 另一方面, 品格证据由于其自身具有一定的倾向性,
运用不当会误导法官, 将案件审理引入歧途。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如何在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前提
下, 尽量减少其所具有的负面影响。因此, 我们有必要借鉴国外有益的立法经验, 充分考虑我国国
情和民事诉讼的特点, 权衡利弊后, 对品格证据的适用原则、具体规定以及在具体案件中的适用作
出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于品格证据相关的问题进行借鉴, 取其精华, 在我国的法律中对品格证据作
出明确而系统的规定, 以弥补我国在这方面的立法空白, 并将实践中对品格证据无序地运用纳入有
序的法律规定中, 以此来指导司法实践, 推进我国法治化建设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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